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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关于爱情题材与爱情

元素在电影中的运用无论是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

议、各类报刊的评论还是在普通受众的层面都引

发了广泛的讨论，从各界的讨论声可见，这一时

期的爱情题材伤痕电影创作，不能仅仅从历史和

情感的角度出发，还与政治和社会发展、大众需

求紧紧勾连在一起。

在伤痕电影创作的最初阶段，爱情叙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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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 80 年代的伤痕电影中逐渐出现了爱情元素与爱情叙事，但影片中的爱情书写却引发

了当时社会各方的讨论。在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求及电影创作者的努力下，伤痕电影的

爱情书写形成了与社会挂钩，与时代同频共振，向内探索高尚品格，以社会意义和青年教

育为首要目标的书写模式。通过爱情叙事传递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念，以期对社会大众产生

广泛而正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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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抚平

历史伤痛，大量的伤痕电影出现在国内电影市

场。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文艺作品最常见的主题之

一，爱情题材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伤痕

电影创作中也占据了一定的比重。“20世纪70年

代末以降，电影之新的主要表现形式体现在对电

影观念的再认识、对电影功能的调整、对电影语

言的革新和对电影题材的多元化拓展。其中一个

最为重要的观念改变就是文艺作品打破禁忌、摒

弃禁欲主义束缚、开始触及浪漫爱情题材。”

［1］但文艺作品打破禁忌的同时，受到当时的时

 

［1］周学麟：《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青年爱情

题材电影初探》，《当代电影》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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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稀有的，虽然在像《并非一个人的故事》

（1978）这样的片子中有一些爱情叙事，也只是

主人公平反昭雪后的锦上添花，其整体主题表达

和叙事仍侧重于主人公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与“四

人帮”爪牙之间的斗争，这些影片千篇一律的问

题很快就被相关部门和创作者们注意到，对于伤

痕电影的这一现象，夏衍提出：“题材要解放，

风格要解放，导演手法要解放，创作手法要解

放。”很快，随着政策调整与改革开放的推进，

越来越多的爱情题材或有爱情元素的伤痕电影出

现在了银幕上。

一、恋爱分寸：伤痕电影中爱情的“尺度”

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电影中的爱情的讨论

中，男女主人公身体接触的“尺度”是引起最多

争议的一项。“尺度”问题不仅仅引起相关部门

和创作者们的重视，在广大观众中也引起了很大

关注，这种广泛关注甚至直接影响了电影的商业

表现。

《生活的颤音》是“文革”后最早出现接吻

镜头的影片，甫一上映便引发了观影热潮。“被

电影吸引的观众像久旱逢甘雨，成群结队地从

四面八方向电影院涌来”“当时，该片在鄞县人

民大会堂一天放映7场，1640个座位几乎场场座

无虚席，还得场场加座呢！”［1］，这种观影热

潮不仅出现在《生活的颤音》这一部影片中，

“有的青年竟然看了29遍《不是为了爱情》，据

说因为有接吻镜头”。［2］《庐山恋》作为“创

造了‘放映场次最多’‘用坏拷贝最多’‘单片

放映时间最长’等多项世界纪录”的电影，“影

片中出现了接吻镜头。男女主角身着泳衣同游，

张瑜轻轻地吻了一下郭凯敏的脸，虽说蜻蜓点

水，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对观众颇有震憾与冲

击力。”［3］以上的电影放映后所受到的欢迎，

也直接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无论是

国内的电影市场还是广大观众，都需要爱情题

材这一股新鲜的血液。但当此类影片数量激增，

随之而来的是问题渐显。“听说近三年来我们

拍了二十几部爱情题材的影片，远远超出在此之

前二三十年间同类影片的总和。这大概又是历

史的辩证法对于批判永恒主体论的一种‘惩罚’

吧”［4］“写爱，出现接吻的镜头，原本无可非

议。然而现在似乎成了无爱不成文，无接吻不成

戏了”［5］，诸如此类的评论，反映了当时爱情

题材影片的创作状况，但由于伤痕电影自身的历

史伤痛属性，这种千篇一律、格调低下的问题，

并没有在伤痕电影的爱情叙事和表达中广泛出

现。大众认知内的“文革”后“银幕第一吻”，

是《庐山恋》中脸颊一吻，但实际上无论是《生

活的颤音》还是《不是为了爱情》都要早于《庐

山恋》，且就尺度而言更大，但《庐山恋》的爱

情属性明显强于伤痕表达，其浪漫轻松的基调，

让观众印象更加深刻。所以相比于爱情表达，抚

平历史伤痛、总结历史经验，通常才是伤痕电影

的第一主题，所以我们很难将某部伤痕电影完全

定义为爱情题材影片。即使如此，关于部分伤痕

电影对于爱情描写突破禁忌的“尺度’问题，仍

［1］陈济开：《中国电影界的“宁波帮”》，宁波出

版社，2018，第196页。

［2］李镇：《爱情往事——20世纪80年代初期“爱

情”电影的创作热潮及相关讨论》，《北京电影学院学

报》2020年第11期。

［3］丁亚平：《中国当代电影艺术》，文化艺术出版

社，2017，第217页。

［4］东方石：《关于爱情影片社会内容的随想》，

《电影艺术》1980年第11期。

［5］马敏学：《爱情与接吻小议》，《电影艺术》

198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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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产生了很大的争论。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改编自张弦的同名小

说，母亲菱花年轻时为了爱情放弃了家中定下的

亲事，十几年后，两个女儿存妮与荒妹也到了情

窦初开的年纪，可这时正值十年动乱时期，爱情

成了禁忌话题。存妮与同村的小豹子在约会时被

发现，面对村民的指责，存妮跳塘自杀，小豹子

也被抓了起来。姐姐的悲剧也影响着荒妹的择偶

观，面对自己仰慕的荣树和母亲安排好的亲事，

荒妹陷入深深的迷茫。这部影片最终获得了第2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但却因为电影中

存妮的半裸镜头，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在《电影

评介》1982年第4期中，就有两篇文章展开了对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讨论。其中甚至出现了

“这样的镜头，简直不堪入目”“影片把靠山庄

描写得那样贫困、落后、阴暗，人物精神面貌那

样封建、麻木，很有点丑化之嫌”［1］这样言辞

激烈的批评。在1981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上，胡

乔木也发表了对《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半裸镜

头的看法，“这是一部严肃的片子，可是这里面

有个别的镜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不出现这样的

镜头，这个故事可以照样发展。考虑到我们社会

的风尚，也考虑到在这些方面的这种‘解放’无

益而有害”。［2］胡乔木对于这部电影做出的评

论与建议，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央对于爱情题材

影片创作的态度。将电影中一个镜头的尺度问题

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进行讨论，足见爱情题

材影片的尺度问题在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之大。

值得深思的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的半裸

镜头所面对的是争论，而非单纯的批评。“在那

场仓库两人相爱的描写，影片还赋予小豹子以自

责的镜头，写出了他的纯真、朴实的性格，这和

自然主义那种把人的活动完全从生物和生理的角

度加以描写、渲染，又有什么相同呢？”［3］这

一观点也在小说作者及电影编剧张弦的创作回顾

中得到了证实，该情节在小说发表后就引发了一

定的争议，张弦认为“不充分真实地描绘出存妮

和小豹子此时此地特定的心理活动，就无法充

分揭示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贫乏的严酷的现

实。”在电影创作阶段，张弦与导演张其、李亚

林都一致认为，“只要摒弃原始性质的感情冲动

的粗野、低俗那一面，充分展现出存妮和小豹子

的天真无邪、淳朴善良的心灵，就能调动观众高

尚、美好的情感”［4］，可见，导演和编剧的创

作初衷是希望保留住艺术作品中的那一份真实与

质感。同时，《一部革命现实主义的力作——

评影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一文的作者还认

为，对于存妮和小豹子自由婚姻的虐杀，就已经

形成了一种倒退。从这个角度上看，《被爱情遗

忘的角落》所被关注的点，其实已经从“爱情”

转移到了“伤痕”之上，“半裸”所要表现的不

仅仅是存妮与小豹子之间流动的情欲，更表现

了特定年代下，对“自由恋爱”和“爱情”的射

杀。关于“爱情”二字的羞于提及，早在张弦小

说的开端就已经明确交待了：

“尽管已经跨入了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一

年，在天堂公社青年们心目中，爱情，还是个陌

生的、神秘的、羞于出口的字眼。所以，在公社

礼堂召开的‘反对买卖婚姻’大会上，当报告

人——新来的团委书记大声地说出了这个名词的

［1］硕华：《暴露有余 歌颂不足——对影片〈被爱情

遗忘的角落〉的异议》，《电影评介》1982年第4期。

［2］胡乔木：《胡乔木同志在会见全国故事片创作会

议代表时的讲话》，《电影通讯》1982年第3期。

［3］梅朵：《一部革命现实主义的力作——评影片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电影新作》1982年第3期

［4］张弦：《感受和探索——〈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创作回顾》，《电影艺术》198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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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听众都不约而同地一愣。接着，小伙子们

调皮地相互挤挤眼，‘呵呵呵’放声大笑起来；

姑娘们则急忙垂下头，绯红了脸，吃吃地笑着，

并偷偷地交换个羞涩的眼光。”［1］

张弦小说中天堂公社的青年们对“爱情”二

字的反应，与《生活的颤音》放映时一些观众对

吻戏的反应形成了银幕内外的呼应，“当这一镜

头在银幕上出现时，观众们有的不愿正视，有的

只悄悄观赏，有的干脆不带小孩子观看，生怕有

人会对自己的道德提出质疑似的”［2］。这种情

况的出现必然是有迹可循的，首先，历经十年浩

劫和“四人帮”的毒害，什么是“爱情”，如何

正确地“爱”在广大人民心中是模糊的，而这种

现象的出现本质上也是十年浩劫后的一道伤痕。

其次，在中国的传统之中，情绪的表达追求含蓄

内敛，这就形成了“积淀于中国人社会观念以及

文学艺术审美心理深层的情理交至，‘发乎情止

乎礼义’的独特情感表达机制”［3］，故对于情

感的克制表达深深积淀在中国观众的心中，对于

爱情书写的尺度探索是需要伴随着社会观念的转

变的。所以，对爱情题材影片尺度的讨论，所触

及的并非仅是电影创作，电影作为能够影响当时

观众观念思想的一个重要媒介，所传达出的信息

和表达的价值观带来的影响，蕴含着更深的社会

内涵。

二、革命叙事：伤痕电影中爱情的叙事

模式

关于爱情片的情节处理，通常被认为其内在

有某种世界通用的叙事模式，“即使是战争、阶

级差别这些元素，在爱情片里也往往只是作为爱

情故事的背景或主人公炙热爱情克服的对象而处

于陪衬地位”［4］，但是这种爱情电影的叙事模

式在伤痕电影中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颠覆。阶级

差别、政治身份是决定爱情的关键因素，甚至跃

居爱情主题之上。时任中央领导在会见全国故事

片创作会议代表时提出有些作品，“不能正确处

理爱情与革命，爱情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把

爱情强调到不适当的位置”“热爱我们的伟大祖

国，热爱我们的伟大人民，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

事业，这才是最可宝贵的。如果可以把我们的

热烈爱慕的感情分有第一、第二和第三的话，

那第一位的就应当是这个东西，至于两性之间

的爱情，只能是第二位的”［5］。可见中央对于

故事片中爱情创作的期望和要求，故伤痕电影

中的爱情叙事，不能以纯粹的爱情题材影片的

叙事模式来进行衡量，而需要以“革命叙事”

的角度来看待，即“爱情表现是为颂扬革命理

念服务的”［6］。

《透过云层的霞光》中，主人公郑岩作为一

位作家，在“文革”期间不仅受到了不公平对

待，连自己的爱情也因为自己的职业而得不到恋

人父亲的同意；《枫》中两位主人公卢丹枫和李

红钢本是一对前途光明的恋人，但却在1966年成

为了水火不容的阶级敌人，最后酿成了难以挽回

的爱情悲剧。《不是为了爱情》中外国姑娘魏娜

的身份，导致其受到反动势力的欺凌，她的爱情

之路也多受阻挠。很多这种由于特殊历史时期所

［ 1 ］ 周 介 人 ： 《 二 十 世 纪 中 国 名 家 短 篇 小 说 精 品

（中）》，广州出版社，1996，第480页。

［2］陈济开：《中国电影界的“宁波帮”》，宁波出

版社，2018，第196页。

［3］张燕：《由“影戏”看中国电影传统》，《电影

文学》2000年第12期。

［4］郝建：《类型电影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第43页。

［5］胡耀邦：《胡耀邦同志在会见全国故事片创作会

议代表时的讲话》，《电影通讯》1982年第2期。

［6］郝建：《类型电影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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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爱情阻碍，几乎贯穿于所有伤痕电影的爱

情叙事之中。故事中的主人公虽在动乱时期受到

陷害与阻碍，但是对于爱情没有放弃，保持着鲜

明的道德理想，充分完成了伤痕电影应有的“革

命叙事”。这种“革命叙事”在谢晋的“伤痕三

部曲”中亦可探其踪迹，虽然“爱情”不是这三

部影片的第一主题，主要讲述的都是“右派”

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的个人遭遇，但毫无疑问

这三部电影对于爱情刻画是独特且出色的。谢晋

“伤痕三部曲”中的爱情，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

了传统爱情题材文艺作品桎梏，即“男女主人公

的恋爱过程充满误会、坎坷、曲折，但终究是爱

情的力量最伟大”［1］。“伤痕三部曲”都以时

代洪流和政治运动为主要叙事阻力，弱化以往爱

情题材影片惯用的阴差阳错、误会丛生的叙事套

路，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相处是稳定坚固

的，冯晴岚陪罗群在天云山多年的艰苦生活却不

离不弃；许灵均与李秀芝在敕勒川的相濡以沫；

胡玉音与秦书田定情后的相互坚守。阻碍他们感

情的是变幻的政策和反面势力的阴谋，而面对苦

难与陷害主人公们道德上依旧高尚，情感上仍然

真挚，这个特点是包括谢晋电影在内的伤痕电影

所刻画的爱情与传统爱情题材最大的不同，爱的

表现要始终服务于道德需要与国家意识形态。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人们接触到了越来

越多的外来文化，对于电影的情感诉求不断加

强。伤痕电影也受到西方及香港电影的影响，

“其文本创作都更加注重萌生、发展、波折、圆

满或破裂的爱情发展规律，并开始对浪漫与困

境、物质与精神、礼数与越矩等爱情议题进行挖

掘”［2］，同时对爱情议题的挖掘不仅仅停留在

叙事层面，对于镜头语言的运用亦有更深层次的

探索，更加类型化、程式化的“爱情”逐渐出现

在伤痕电影的叙事之中。

首先，伤痕电影的爱情书写并未完全摆脱

原有的“革命叙事”，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发展出类型化的叙事路径，叙事阻力仍是以

阶级差别、政治运动、恶势力打击为主，但叙

事情节中加入了很多浪漫元素。《他们在相

爱》中大哥陈战与昔日恋人苏毅时隔九年后再

重逢，陈战因为苏毅牵着孩子望而却步，以为

她早已结婚生子，随后二人又刚巧被分在一起

工作，陈战始终保持正常的工作距离，两人的

误会直至影片结尾才解开。这种阴差阳错的误

会是爱情题材影片在设置情节阻碍时的惯用模

式，但在《他们在相爱》中这个桥段的设置，

虽然是创作者向更类型化的爱情题材影片探索

的一种方式，但由于误会设置过于夸张，曾有

观者认为“陈战、苏毅九年不通音讯，见面时

的误会有些牵强”［3］，这个情节的处理得不

够真实。又如《小街》虽以历史反思为第一主

题，但伤痕叙事之外的故事内核仍然是一个能

被广大观众所接受的爱情故事：女扮男装的俞

和男孩夏意外相识，惺惺相惜，产生感情。其

中一些桥段如二人因为打碎鸡蛋而相逢、二人

外出采药一起躲雨、在水边男孩发现女孩的真

正性别，都是观众喜闻乐见的，也是本片有一

定类型化倾向的最明显特征。也正是这些纯真

烂漫的桥段与影片本身非常规化的叙事相结

合进一步加强了电影的可看性和大众接受度。

《庐山恋》两位主角偶然相遇、共游庐山、被

［1］郝建：《类型电影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第43页。

［2］孙发友、陈旭光：《由“教化”到“共鸣”：新

中国爱情电影的涵化转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社科版）》2016年第7期。

［3］《对几部爱情题材影片的意见》，《电影通讯》

1980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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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分离、激动重逢等情节的发展，已经基本契

合了爱情电影的应有形态，但两次使二人分离

的阻力仍是政治运动与阶级关系，可见在但大

环境下，即使是类型特征如此完备的爱情电

影，也无法避免“革命叙事”。“革命叙事”

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中极少出现纯粹爱情

题材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奉行强调艺术

的社会功能、教化作用的现实主义创作中，爱

情片就十分罕见。”［1］爱情在大部分影片中执

行的是其潜移默化的宣传作用。

其次，伤痕电影中的爱情题材影片的发展不

仅体现在叙事模式上，不同于以往全部影片通用

一种拍摄手法，根据题材的分化视听风格逐渐多

样。《庐山恋》作为“文革”后最广为人知的爱

情电影，在拍摄手法和视听语言上都进行了有益

探索。在处理周筠与耿桦的脸颊吻后，运用了增

加了眩晕处理的主观镜头，来表现耿桦的人物状

态。这一时期伤痕电影对爱情的处理更注重对主

人公主观情绪的表达和心理活动的展现，《大桥

下面》在刻画高志华因为秦楠不懂自己对她对情

谊，而产生口角争执时，运用了很多特写镜头，

高志华的无奈与秦楠的委屈都直接鲜明的传达给

观众。此外，一些伤痕电影在表达主人公的爱意

与欢欣的时候，倾向于运用表意镜头，如影片

《勿忘我》运用勿忘我花、月亮等意象寄托主人

公的情思，在摄影和影片的空间建构上也力求

突出唯美气息。花朵在20世纪80年代的爱情叙事

中是重要的道具，在《生活的颤音》《庐山恋》

《他们在相爱》等影片中，都用了花朵的镜头来

烘托主人公的幸福心境。但《生活的颤音》中虽

有男女主人公幸福奔跑，手捧鲜花的镜头，鲜花

最后是被献到烈士陵园的。在初期伤痕电影的爱

情叙事中，爱情元素虽然出现，但毫无疑问会被

伤痕叙事所削弱，革命叙事才是一以贯之的主

题。相较于其他的影片，《小街》在视听上进行

的处理与爱情叙事完美结合，这一点是伤痕电影

中极为少见的。随着叙事的起伏，音乐风格和镜

头调度均有不同变化，在二人外出采药时欢快的

口哨声及色调明亮和经过特殊处理的镜头，使青

年男女间的欢乐气氛得以溢出银幕传达给观众。

总的来说，伤痕电影中的爱情，虽然始终遵

循着“革命叙事”，但随着改革开放后大环境的

影响以及观众观影需求的改变，类型化的爱情叙

事也得以逐渐形成并参与到叙事之中。

三、宣传教化：伤痕电影中爱情的社会

意义与政治价值

在关于20世纪80年代电影爱情元素书写的讨

论中，有一点被反复提及，即电影中“爱情”

的社会意义。时任的中央领导曾指出：“爱情

关系和家庭关系同样是社会主义伦理中的重要

内容。但是，社会主义伦理绝不以爱情关系和家

庭关系为限。个人对社会的关系才是社会主义伦

理的首要问题”［2］。在一些期刊上，也有很多

关于爱情叙事的社会意义的讨论，“希望能通过

爱情描写，反映更加广阔、更加丰富的社会生活

内容，使爱情题材的影片富于更加深刻的社会意

义”［3］。对爱情叙事的此种要求，是与当时电

影所承载的宣传教化作用息息相关的。

经过“文革”十年极端压抑个体情感的时

期，“爱与死是永恒的主题，这话曾经遭受过严

厉的批判。批判的结果之一，是十余年间没有一

［1］郝建：《类型电影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第43页。

［2］胡乔木：《胡乔木同志在会见全国故事片创作会

议代表时的讲话》，《电影通讯》1982年第3期。

［3］东方石：《关于爱情影片社会内容的随想》，

《电影艺术》198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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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描写爱情的文艺作品”［1］，历经如此极端的

压抑，进入新时期后的电影该如何引导人民树立

正确的情感观念，是“主导政治利用电影话语进

行自身合法性论证的一条迷人途径”［2］。20世

纪80年代伤痕电影中爱情元素书写的社会意义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强调对主人公人物品格的塑造。伤痕电影都

潜移默化的通过爱情叙事来表达主人公积极向上

的人生观和努力奋斗甘愿为祖国献身的优良品

质，通过对影片中个体形象刻画与政治语境相缝

合以达到理想的教化作用。“道德坚守”是谢晋

“伤痕三部曲”叙事的关键一环，在谢晋电影中

亦明确体现了艺术形象的人物品格与家国情怀的

完美融合。《牧马人》中面对“右派”许灵均，

李秀芝坚定地认为他是个好人，而不在意其阶级

身份。《天云山传奇》中罗群被逼迫写检讨，他

始终坚持初心，“可是我认识不到的东西我不能

瞎说，我不能对党说假话呀！”，即使面对诬

陷，他仍坚定地对冯晴岚说，“不要因为我的问

题误解党，希望同志们好好工作。”冯晴岚对罗

群的感情更是爱与奉献并行，面对重病并对生活

失去希望的罗群，她坚定地说：“走吧，傻子，

我现在身上还有五块钱，五块钱结婚也够了。”

冯晴岚是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电影中道德最为高

尚，奉献精神最让人动容的女性形象之一。她与

罗群虽然遭受二十余年的苦难，但始终在为国家

做贡献，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相比于爱情表

达，谢晋的电影更侧重于通过主人公情感的温暖

与言行的正确来与伤痕叙事相缝合，以人性的光

辉给观者以慰藉和希望。在电影《他们在相爱》

中，同样对人物的品格进行了鲜明的刻画。大哥

陈战被打成反革命，在边疆坚守9年，但始终保

持着自己作为医生的初心，救死扶伤。二哥陈楠

在十年动乱中被摔成残疾人，但并未因此放弃生

活的希望，始终坚持阅读书籍并学习多国语言。

与陈战、陈楠不同，三弟陈平却放荡不羁，终日

沉迷玩乐。同时作为一部以“爱情”命名的影

片，几位主人公能够获得美好爱情同样基于其道

德上的高尚与对职业的坚守，正是因为影片通过

对陈战、陈楠热爱生命，忠于工作的刻画向大众

传递了正向的社会观念，同时对陈平这样的行为

进行了批判，对于观者有一定的警示意义。《生

活的颤音》中敢于与四人帮作斗争的郑长河与徐

珊珊；《勿忘我》中生活艰苦但仍呕心沥血铸就

医学专著的周虹与命运凄惨但坚持学习的女孩雯

雯；《庐山恋》中坚守着建设祖国的美好愿景的

耿桦与周筠等。伤痕电影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以

美好的品格与无私的精神为基石，因为“高尚的

爱情确能产生激励人的力量”［3］。

伦理表达强于情感书写。伦理情节是中国电

影自诞生之起就一直保持的传统，“从伦理角度

来表述创作者对时代和政治的关注以及参与的激

情，是中国电影一个令人惊奇的显现”［4］。张

石川、郑正秋等奠定了中国电影伦理叙事的基

础，谢晋则将中国电影的伦理情节发展至新的高

峰。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电影在创作上更是无一

例外，即使是爱情题材亦是弱化了个人情感的书

写而强化家国与人情伦理的表达。其中，家国伦

理是重中之重，胡乔木在会见全国故事片创作代

表时讲：“如果把伦理解释成为只是家庭伦理甚

［1］东方石：《关于爱情影片社会内容的随想》，

《电影艺术》1980年第11期。

［ 2 ］ 李 琳 ： 《 论 新 时 期 电 影 中 女 性 情 欲 的 政 治 表

述》，《东方论坛》2013年第6期。

［3］李兴叶：《爱情描写应有更高的境界——从电

影创作中的一种不良倾向谈起》，《电影艺术》1982年

第1期。

［ 4 ］ 汪 方 华 ； 《 中 国 伦 理 情 节 剧 电 影 的 现 代 性 特

征》，《电影艺术》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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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传统的家庭伦理，这就把范围说得太小了，而

且也说得不太正确。我们是要提倡新的伦理，提

倡社会主义伦理，包括家庭关系和爱情的社会主

义伦理。”［1］可见对于社会主义伦理的表达是

当时电影艺术创作的任务之一。在一众伤痕电影

之中，谢晋的“伤痕三部曲”自是伦理表达的巅

峰，他重视表达人性美，并塑造人与人之间高尚

美好的感情。罗群与冯晴岚、许灵均与李秀芝、

秦书田与胡玉音，谢晋电影中主人公的爱情，相

比于小儿女的娇羞情态，更多以“家”的形式出

现，家庭伦理是国家伦理的基石，冯晴岚在罗群

对生活失去希望之时为他购买书籍，与他结合并

燃起他对生活的希望，罗群才能在艰苦的条件下

坚持撰写建设天云山相关的著作，为国家的建设

继续做贡献。《牧马人》中许灵均平反成为教

师，秀芝坚定地说：“在我眼里，他是许灵均，

他就是当上大官，我也不稀罕，再放二十年马，

我也不嫌弃。”面对即将要去见父亲的许灵均，

她直言：“你天天趴在墙上看地图，你可以把它

摘下来装在包里带走，可那是空的，祁连山你背

不走，大草原你背不走！”她不仅清楚地明白自

己对许灵均的感情，更理解许灵均的家国情怀。

在家庭这坚定温暖的环境中，十年动乱所带来的

伤痛与苦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与弥合。

《他们在相爱》其实是一部家庭伦理电影，影片

以一家三兄弟为主人公展开叙事，不仅描述了兄

弟三人的爱情，还着墨对家庭矛盾进行了刻画，

而这部电影中的家庭矛盾本质上映射的是十年动

乱后社会上不同的思想之间的矛盾，陈家父子虽

历经磨难却依然在各自岗位上为祖国做贡献，亦

是国家伦理的一种表达。

注重爱情书写对青年人所产生的影响。20

世纪80年代关于电影的很多讨论都不可避免地

与青年观众相关。电影不仅仅只具有娱乐属

性，还承载着教化青年的责任。在当时“我国

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占全国人口的65%，两个人

口高峰出生的青年已进入恋爱期，因此，婚

姻恋爱问题已成为当前青年面临的五大问题之

一”。而且“在十年浩劫期间，爱的教育、美

的教育统统被取消了”，所以“使他们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恋爱观，是当前青年工作的一个

重大课题。”［2］青年人口的占比也使他们成

了电影的主要受众群，社会上急需能对青年人

产生正向影响的影片。影片对于青年人产生的

影响主要体现于两方面：首先，电影中的爱

情是青年人恋爱的一把“标尺”，历经十年动

乱，“爱情”两个字变得格外敏感，新时期的

青年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恋爱，而作为大众媒介

的电影中的爱情，毫无疑问成为一种社会认可

的“尺度”。《生活的颤音》上映期间曾发生

过这样的事件，一对青年人“坐在影院中毫不

避嫌，竟然也动情地接起吻来，闹得场内外一

片哗然”，受到警告后，“他们却大大方方地

指了指银幕说：‘我们是照电影中学的，有什

么可大惊小怪的！’”。更有人评论中国电影

“成为中国青年爱情的启蒙老师”［3］。还有

青年“为看《不是为了爱情》中的接吻镜头，

竟买了七场票。”［4］此类事件的出现，更证

明了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所承载的

［1］胡乔木：《胡乔木同志在会见全国故事片创作会

议代表时的讲话》，《电影通讯》1982年第3期。

［2］方闻：《对于爱情题材影片创作的看法——访团

中央、〈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杂志社》，《电

影艺术》1980年第12期。

［3］陈济开：《中国电影界的“宁波帮”》，宁波出

版社，2018，第196页。

［4］方闻：《对于爱情题材影片创作的看法——访团

中央、〈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杂志社》，《电

影艺术》198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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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娱乐意义和商业价值，伤痕电影中的

爱情所担负的也不仅仅是对十年动乱后的情感

弥补与精神疗愈，更是青年人恋爱的指南针。

其次，伤痕电影中的爱情书写还肩负着对青年

人社会观念重建的责任，这一点是20世纪80年

代关于电影中爱情叙事的诸多讨论中的重要一

环，这种讨论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

其一，青年群体对于伤痕电影中爱情书写

的看法。一些伤痕电影在进行主人公的塑造

时，更倾向于选择知识分子、高干子女这样

的身份，因为这些身份的主人公在十年动乱中

往往经历更多的波折，爱情之路坎坷，有利于

剧作的起承转合。但电影终究是为大众服务，

对于主人公的身份和经历，很多青年人无法产

生感同身受的共鸣，于是就有青年反映，“现

在那些干部子女谈恋爱的电影，越看心里越苦

恼。我们口袋里有的是钱，就是找不着对象，

人家看不起井下的煤黑子”，部分青年人的苦

闷情绪，一方面来自在电影中难以获得情感抚

慰，另一方面与“文革”结束后的社会环境密

切相关，生活在一个谈“爱”色变的环境之

中，使他们“不可能通过广泛的接触，自由地

选择对象，培养感情，致使许多青年的婚姻问

题得不到圆满的解决”［1］。十年动乱之后，人

们该如何爱、如何组建婚姻是当时重要的社会

问题，亦难免造成青年人的苦闷情绪，以致于

他们期望在伤痕电影的爱情中获得情感上的抚

慰以及对于美好爱情的憧憬。

其二，时任的中央领导与文艺评论者亦对伤

痕电影中的爱情书写提出了一定的建议与要求。

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胡耀邦表示：“现

时，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首先要教育人们特别

是青年，爱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爱我们的人

民。”［2］可见，青年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

位，以及以文艺作品创作的当务之急便是对青年

人进行爱国主义熏陶。更有作者“走访团中央、

《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杂志社”，咨

询爱情题材影片与青年宣传教育的相关意见。杂

志社的同志们向电影界的同志们建议，应该“通

过自己的作品，深刻地揭示造成青年人爱情悲剧

的社会历史根源，鞭挞那些危害青年幸福的丑恶

黑暗的东西，鼓舞起青年改造社会，争取幸福生

活”［1］。如何对青年人产生正向的引导，如何

为社会产生积极的意义成了当时的电影创作者所

必须面临的问题。

除去社会意义外，20世纪80年代伤痕电影

的爱情书写，同样具有政治价值。《庐山恋》

作为20世纪80年代影响力最大的伤痕爱情题材

影片，其政治价值也不可小觑。时任武汉市委

统战部副部长余金堂便盛赞《庐山恋》，“台

湾回归祖国，是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

《庐山恋》非常好地宣传了党的这项任务，

它通过两家的欢聚，反映了中华民族团结起

来，为实现四化而奋斗的强烈愿望。”时任政

协委员、原国民党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凌也夸

赞《庐山恋》是“一部宣传爱国主义的好影

片”。［3］《庐山恋》生动自然地将政治融于

艺术之中，使观者关注耿桦、周筠二人的爱情

之余，潜移默化地受到爱国主义的感染与洗

礼。《大桥下面》上映于1984年，影片的主人

［1］方闻：《对于爱情题材影片创作的看法——访团

中央、〈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杂志社》，《电

影艺术》1980年第12期。

［2］胡耀邦：《胡耀邦同志在会见全国故事片创作会

议代表时的讲话》，《电影通讯》1982年第2期。

［3］《对几部爱情题材影片的意见》，《电影通讯》

1980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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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秦楠和高志华都是个体户，对于主人公身份

的设置呼应了改革开放的浪潮。片中很多桥段

都提及了个体户的阶级问题，改革开放让人民

的生活有了极大改善，但由于长久以来的传统

观念，仍有很多百姓对个体户身份并未完全认

同，而影片通过刻画秦楠、高志华爱岗敬业并

凭借自己的能力丰衣足食，来传达国家政策，

开化社会观念。影片风格朴实自然，极富生活

气息，对秦楠、高志华及肖剑妹妹等人物形象

进行深度刻画，他们虽历经十年动乱，但从未

失去对生活的希望。秦楠与高志华之间打破当

时腐旧观念的爱情更是为大众揭开了十年动乱

之后新生活的光明序幕。

综上所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影片的社

会意义是电影创作的首要议题。伤痕电影中的爱

情书写，形成了与社会挂钩，与时代同频共振，

向内探索高尚品格与纯真心灵，以社会意义和青

年教育为首要目标的书写模式。

四、结语

爱情作为文艺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在20

世纪80年代的伤痕电影中却呈现出特殊的形

态，伤痕电影的爱情书写不以个体间的情感

走向为旨归，而着重由个体的精神与情感映

照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的振兴，通过爱情叙事

传递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念，以期对社会大众

产生广泛而正面的影响。同时，这一时期社

会各方关于爱情题材的讨论，也对中国电影

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电影创作者们以鲜

活的人物和真挚的情感缝合历史伤痕，勾画

着美好生活的蓝图，书写着带有浓厚社会主

义气息的爱情故事。

［王雨涵  西南大学文学院］


